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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家桥类型的性质、年代及相关问题 

郭梦雨
1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分布于浦阳江流域的楼家桥类型地处强势文化边缘，年代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河姆渡文化中期，

绝对年代大致为公元前 4400—前 4000年。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可归纳为独立发展、融合过渡、

转变成型三大阶段，反映了该区域逐渐被纳入太湖文化区的变化过程。楼家桥类型不仅是在空间上具有鲜明特征的

一个地方类型，同时也是在时间上处于文化系统转变节点的一个过渡类型，是考察文化边缘地带与序列文化区遗存

发展的典型案例。 

【关键词】：楼家桥类型 性质 年代 序列 文化边缘地带 

【中图分类号】：K871.13【文献标识码】：Ａ 

以浙江诸暨楼家桥遗址下层为代表的楼家桥类型［1］主要分布于钱塘江支流的浦阳江流域，受太湖地区马家浜文化与宁波地

区河姆渡文化的双重影响，形成了复杂、多元的文化面貌。通过与周边区域两支考古学文化的比较，本文试对楼家桥类型的性

质、年代进行讨论，并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出发，梳理浦阳江流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解析该地区遗存内涵的变迁。 

一、楼家桥类型的分期、性质与年代 

楼家桥类型发表的材料不多，主要见于浙江诸暨楼家桥遗址下层、浦江上山遗址上层。楼家桥遗址附近的舜湖里、猪山遗

址也有这类遗存的分布［2］。 

楼家桥遗址临近浦阳江支流凰桐江，于 1996年发现，1999年进行正式发掘，发掘区分东、西两部分。发掘报告将遗址堆积

自早至晚划分为楼家桥文化类型、良渚文化、商周文化三个阶段［3］，其中以楼家桥类型的材料最为丰富，主要包括东区 14—26

层，西区 7—12 层。出土的陶器以夹砂红陶和夹炭黑陶为主，器形有鼎、釜、盆、钵、豆、罐、鬶、支脚等，纹饰有弦纹、刻

划纹、附加堆纹、水波纹、绳纹等，以弦纹最为普遍，绳纹较少，且主要施于陶釜底部。 

遗址东区出土遗物相对丰富，是本文分析的主要对象。该区“第 23层是一层间歇层，从淤积土层的性状看，显然属于较长

时间的泥水沉积土”，“这次潮侵造成遗址较长时间的中断，也导致了遗址文化发展的前后变化”
［4］

。结合器物分析，发掘者以 23

层为界，将东区 24—26层划分为楼家桥类型早期，14—22层划为楼家桥类型晚期（图一）。 

楼家桥遗址的分期可为上山遗址提供参照。上山遗址早、中期遗存分属于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晚期遗存主要包括遗址

南区④A、④B 层和 157 座灰坑。这批灰坑中有 30 座发表了陶器资料，其中 22 座的开口层位清晰。发掘者认为其文化属性和相

对年代与楼家桥遗存早期相当［5］。这一阶段出土遗物较少且残损严重，可供比较的器物不多，但仍能分辨出两类性质不同的遗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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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包括④层以及开口④层下的 H137、H175、H179、H189、H202、H214等。这些单位出土遗物具有明显的跨湖桥文化

特征。陶釜 H189①︰7、T0612④A︰27凹沿或折沿，外颈部施细绳纹，为跨湖桥文化的典型釜型（图二︰5、6），与该文化上山

遗址 T1209G20①︰1、跨湖桥遗址 T0411⑧A︰85 陶釜（图二︰12、13）相类。陶釜 H175︰1、T0612④A︰29 口沿下施绳纹（图

二︰7、8），亦同于跨湖桥文化中的同类器，而不见于楼家桥类型。显然，年代偏早的第一类遗存可归入跨湖桥文化。 

 

图一//楼家桥遗址出土陶器 

早期：1—3.带隔档器（T0811︰2、T0808︰44、T0810A︰3）4.釜（T0808︰32）5、6.钵（T0809A︰6、T0809︰3）7.鼎（T0807A

︰7）8—10.鼎足（T0807A︰5、T0808︰34、T0707A︰2）晚期：11.釜（T0707︰7）12、13、15.带隔档器（T0809A︰14、T0708A

︰23、T0809︰26）14.釜（T0808A︰15）16.鼎（T0809︰34）17.甗（T0707︰8）18.鼎足（T0809︰38） 

 

图二//上山遗址晚期陶器的分类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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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鼎足（H143①A︰11、H152①︰5、H186②︰5、H143①A︰10）5—8.釜口沿（H189①︰7、T0612④A︰27、H175︰1、

T0612④A︰29）对比陶器︰9—11.鼎足（T0811A︰11、T0807A︰5、H13︰2）12—15.釜口沿（T1209G20①︰1、T0411⑧A︰85、

T0511湖Ⅲ︰3、T0410湖Ⅲ︰32）（9—11楼家桥遗址、12上山遗址、13—15跨湖桥遗址） 

第二类：以 H143、H152、H186等为代表的开口于②层下的灰坑。其中出土遗物不见绳纹釜，但包含少量柱状鼎足（图二︰

1—4），整体文化面貌与楼家桥类型早期接近，二者当属同类遗存，且年代大致相当。综上所述，楼家桥类型早期以楼家桥东区

24—26 层、上山②层下开口的部分灰坑为代表，晚期主要包括楼家桥东区—层。文化内涵方面，早期流行柱状鼎足，有的外缘

带有纵向平脊，这一阶段已出现带隔档器。晚期的鼎足一侧发展出扉棱状装饰，盛行水波纹，常饰于陶鼎肩部。 

 

图三//楼家桥类型早期 A组与马家浜文化晚期陶器的对比 

早期 A 组：1、2.鼎（T0808A︰5、T0808︰16）3.盆（T0808︰29）4.钵（T0808A︰3）5、6.豆（T0810B︰1、T0709A︰3）

马家浜文化晚期：7、8.鼎（H15︰1、图六八︰1）9.罐（T5③︰4）10—12.豆（T1④︰23、图六八︰13、M75︰1）（1—6楼家桥

遗址，7庙前遗址，9崧泽遗址，10广福村遗址，8、11、12草鞋山遗址） 

地处浦阳江流域的楼家桥类型，在保持地方特征的同时，也受到北部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东部宁波地区河姆渡文化的强

烈影响。通过与二者比较，本文将楼家桥类型早、晚两期均划分出 A、B两组，分别代表该类型中的马家浜文化因素和河姆渡文

化因素，据此来判断楼家桥类型的性质和年代问题（图三—图五）。 

早期 A 组：楼家桥类型早期以鼎、豆为代表的遗存马家浜文化特征明显，如陶豆 T0709A︰3 喇叭形圈足（图三︰6），为马

家浜文化豆类器的典型形制；陶鼎 T0808︰16 敞口，肩部装对称鋬手（图三︰2），与江苏苏州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陶鼎简报

图六八︰1 鼎［6］（图三︰8）相似。目前学界多将陶鼎的出现作为马家浜文化晚期开始的标志［7］，故可认为这一组别的年代已晚

至马家浜文化晚期。 

早期 B组：带脊釜 T080826︰5、T0808A25︰5侈口、圜底，腹部带一周突脊，脊下施绳纹（图四︰1、2），相似的陶釜还见

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③层［8］（图四︰7、8）。不过，以 T080926︰27、T0809A24︰2豆盘（图四︰4）为代表的遗物年代明显偏

晚。这类陶豆口沿内勾，相同特征的器物，如浙江慈城小东门 T2⑧︰1［9］、象山塔山下层 M12︰1［10］（图四︰11）等，均与河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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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遗址②层同时［11］，属于河姆渡文化中期［12］。由此可以确定楼家桥类型早期 B组也已晚至这一阶段。 

晚期 A组：折腹鼎 T0809A21︰11的造型与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遗物 T11③a︰2
［13］

相差无几（图五︰1、7）；

陶鼎 T0809A21︰13、T0810A19︰16 器身敞口、束颈（图五︰3、4），形制同于崧泽遗址常见的 T9③︰4 一类陶釜（图五︰9）。

鼎足 T0807A︰23足尖外撇（图五︰6），整体形态与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 T11③︰2［14］（图五︰12）相仿。异形鬶 T0707︰4的两

只袋足与另一着地把手构成三足（图五︰5），形制与庙前遗址 T202⑤︰1、H17︰11 陶鬶相似［15］（图五︰10、11）。其他方面，

马家浜文化典型的柱状鼎足、喇叭形圈足豆等器类在该组中也都有发现。基于以上比较不难看出，楼家桥类型晚期 A组应与 1987

年崧泽遗址，1988年、2000年庙前遗址及福泉山遗址发掘出土的马家浜文化遗存的年代接近，皆属于马家浜文化晚期阶段。 

晚期 B组：陶釜 T0808A︰10凹沿、底部施绳纹（图四︰5）的特点与河姆渡文化相符（图四︰10）；口沿内勾的陶豆仍有发

现，如 T0708︰11（图四︰6）。因此，晚期 B组与早期 B组的年代当均与河姆渡文化中期对应（图四）。 

对于楼家桥类型的性质，王海明认为楼家桥遗址下层“属于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区的边缘与重叠地带”，其中“马家浜

文化因素日益浓厚、强大”，“缺乏自身独特的文化因素，不具备单独命名新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先决条件”［16］。发掘报告出版后，

发掘者提出该类遗存“是一种存在于浙东平原与浙中山地过渡地带、兼容河姆渡文化与浙中山区未知文化（这种未知文化可能

与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的传承有直接关系）的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17］。之后，又进一步认为其属于河姆渡文化［18］，抑

或是河姆渡文化的边缘类型，并将楼家桥类型与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联系起来，建立起了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河姆渡

文化的发展序列［19］。而本文通过比较，梳理了楼家桥类型中两类外来文化因素，从中可以明显观察出早、晚两期马家浜文化因

素持续增强、河姆渡文化因素不断减弱的发展趋势。浦阳江流域位于太湖、宁绍两大强势文化区之间，随着二者势力的消长，

该区域的文化面貌也处于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当中，同时仍保留着自身文化特征。因此，将楼家桥类型划入河姆渡文化的范畴

并不合理，这类遗存应为处于文化边缘地带，文化面貌与马家浜文化趋同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支地方类型。 

 

图四//楼家桥类型与河姆渡文化陶器的对比 

早期 B 组：1、2.釜（T0808︰5、T0808A︰5）3.鼎（T0810A︰1）4.豆（T0809A︰2）晚期 B 组：5.釜（T0808A︰10）6.豆

（T0708︰11）河姆渡文化：7—10.釜（T231③B︰298、T222③A︰245、M22︰2、T226②B︰19）11.豆（M12︰1）（1—6 楼家桥

遗址，7、8、10河姆渡遗址，9、11塔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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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楼家桥类型晚期 A组与马家浜文化晚期陶器的对比 

晚期 A 组：1—4.鼎（T0809A︰11、T0808A︰7、T0809A︰13、T0810A︰16）5.异形鬶（T0707︰4）6.鼎足（T0807A︰23）

马家浜晚期文化：7.鼎（T11③a︰2）8.罐（T505⑤︰2）9.釜（T9③︰4）10、11.异形鬶（T202⑤︰1、H17︰11）12.鼎足（T11

③︰2）（1—6楼家桥遗址，7、9崧泽遗址，8、10、11庙前遗址，12福泉山遗址） 

学者们对楼家桥类型的年代问题也存在不同观点，王海明认为它大致相当于河姆渡遗址④A层偏晚阶段至③层、马家浜文化

中晚期［20］。发掘报告认为楼家桥类型早期“相当于河姆渡遗址 4 层晚、3 层早”，绝对年代的上限不晚于距今 6500 年，晚期相

当于河姆渡遗址②层，可晚至距今 5800年
［21］

。通过上文分析，笔者判定楼家桥类型与马家浜文化晚期、以河姆渡遗址②层为代

表的河姆渡文化中期同时，参照目前学界对二者年代的推断，我们可认为楼家桥类型的绝对年代应大致为公元前 4400—前 4000

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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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马家浜文化与河姆渡文化各时期陶器的对比 

马家浜文化：1—6.釜（T117④︰15、T108③、T114④︰50、H5︰1、H51︰1、T1④︰3）7、8.盆（M7︰1、T133①︰5）9.

鼎（M17︰4）10.豆（M5︰1）11.异形鬶（T202⑤︰1）河姆渡文化：12—17、19.釜（T213③B︰131、T231③B︰47、T226④A︰

171、T222③A︰245、T30④︰75、J1︰25、BT42④︰7）18.盆（J1︰25）20.鼎（T231②B︰22）21.豆（T243②B︰12）22、23.

异形鬶（T37②︰1082、T35②︰1081）（1—5、8罗家角遗址，6、7、9广福村遗址，10吴家浜遗址，11庙前遗址，12—18、20

—23河姆渡遗址，19鲞架山遗址） 

二、楼家桥类型形成的时代背景 

楼家桥类型的内涵反映了杭嘉湖平原马家浜文化与东部宁波地区河姆渡文化之间动态的文化交流。该过程在以罗家角、河

姆渡为代表的遗址中表现明显。 

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的文化堆积共分四大层［23］，其中第四、三文化层分别属于马家浜文化早、中期，第一、二文化层属于

马家浜文化晚期［24］。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③、④层为河姆渡文化早期，与马家浜文化早、中期的年代相当，②层为河姆渡文化

中期，在年代上与马家浜文化晚期相对应［25］。 

罗家角的发掘者将遗址出土的陶釜划分为带脊釜、筒形腰沿釜、弧腹腰沿釜三大类，其中弧腹腰沿釜、Ⅰ式筒形腰沿釜［26］

为马家浜文化的典型釜型，而带脊釜多与河姆渡文化陶釜的形制相同，应是受后者影响的产物。例如，在马家浜文化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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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角遗址带脊釜 T114④︰50腹部拍印绳纹（图六︰3），与河姆渡遗址 T226④A︰171相似（图六︰14）；第四文化层中带脊釜

H5︰1斜腹内收，口部外翻（图六︰4），整体形态与河姆渡 T222③A︰245（图六︰15）接近；带脊釜 T117④︰15及 T108③出土

的一件陶釜口部残件（图六︰1、2）均与河姆渡遗址中的同类器（图六︰12、13）特征一致。 

表一 罗家角遗址第一至四文化层各类型陶釜数量比的变化 

文化层 带脊釜 弧腹腰沿釜 筒形腰沿釜 对应年代 

第一层 3.3% 71.2% 25.4% 
马家浜文化晚期 河姆渡文化中期 

第二层 4.9% 53.4% 41.6% 

第三层 14.8% 40.5% 44.7% 马家浜文化中期 
河姆渡文化早期 

第四层 32.6% 32.4% 34.9% 马家浜文化早期 

 

罗家角遗址简报中统计了三类陶釜的数量及比重，本文将其转绘为表一。由表一可知，马家浜文化早期带脊釜、弧腹腰沿

釜、筒形腰沿釜的数量比大致相当，分别为 32.6%、32.4%、34.9%，至中期时，代表河姆渡文化因素的带脊釜比例突降至 14.8%。 

马家浜文化晚期阶段，罗家角遗址中仅保存了少量河姆渡文化因素，以陶釜为例，带脊釜的比例已下降至 4.9%和 3.3%，弧

腹腰沿釜成为最为主要的釜型。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河姆渡遗址中出现大量马家浜文化的典型器物，如河姆渡异形鬶 T37②︰

1082、T35②︰1081（图六︰22、23）应是源自罗家角 T135③︰16 一类三足盉［27］。这一形态的陶鬶在杭嘉湖地区多有发现，如

余杭庙前（图六︰11）、长兴狮子山、荀山东坡、长命、潘板、南湖［28］等遗址，是太湖南部马家浜文化晚期的典型陶器。河姆

渡遗址陶釜 J1︰25 带有宽大的腰沿（图六︰17），也具有明显的马家浜文化特征。原先流行于河姆渡遗址③、④层典型的口沿

内折陶釜已基本不见，而新出现的陶鼎、高柄圈足豆、折腹陶盆（图六︰20、21、18）等器类均应为马家浜文化东渐的产物。 

总体而言，马家浜文化早期，河姆渡文化占据较为强势的地位，以带脊釜为代表的文化因素辐射远及杭嘉湖地区的罗家角

遗址，但至中期时其影响已大为减弱。发展到晚期阶段，马家浜文化已由原来以文化输入为主的状态转变为强势的文化输出，

致使宁绍地区的器物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地处两大文化区之间、年代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的楼家桥类

型形成以马家浜文化为主、兼有其他因素的多元文化面貌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浦阳江流域的文化序列 

上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是浦阳江流域前仰韶时期的两支考古学文化。蒋乐平认为上山文化是跨湖桥文化的直接源头［29］。从

出土遗物来看，上山文化以平底盆为典型器物，跨湖桥文化则大量流行绳纹陶釜，二者的内涵差异显而易见。不过，在上山文

化晚期遗存中开始出现少量圜底器和绳纹陶片，似乎说明其中已开始孕育跨湖桥文化的一些因素，而它们之间具体器物演变序

列的梳理和完善仍有赖于以后新材料的补充。 

前文将上山遗址南区④层以及开口④层下的灰坑归入跨湖桥文化，开口②层下的部分灰坑归入楼家桥类型，它们在层位上

的相对早晚关系明确。绝对年代方面，跨湖桥文化距今 8200—7000年［30］，楼家桥类型为公元前 4400—前 4000 年，二者之间还

存在较大的时间间隔。但跨湖桥文化与楼家桥类型中均见有凹沿陶釜，这一标志性器物表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嬗变关系，该地

区使用陶釜的传统也一直延续。 

至良渚文化时期，浦阳江流域成为良渚文化的分布区，主要遗址有楼家桥上层、塘山背［31］等。前者堆积较薄，仅见有少量

良渚文化的鱼鳍形鼎足。后者西发掘区清理 42 座墓葬，以鱼鳍形足鼎、T 形足鼎、双鼻壶、豆、簋等器类构成的主体遗存面貌

与良渚文化无异。不过，随葬的素面陶釜、开膛三足器、T形足盉（图七︰1—5）等则不见于良渚文化的核心分布区。这批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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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陶鼎 35件，陶釜 9件，后者的较高数量比也不同于典型良渚文化墓葬的特征。从其形制来看，陶釜均为素面，并见有凹沿

的形态，该器物的沿用可视为当地文化传统的延续，表明了本区域内涵的独特之处。 

浦阳江流域及钱塘江上游地区继良渚文化之后是以诸暨尖山湾遗址④—⑥层堆积为代表的钱山漾文化遗存［32］。发掘者指出，

“如从大鱼鳍形鼎数量少、侧扁三足数量多的情况看，年代相当于钱山漾二期，与广富林年代相近”［33］。但本文认为遗址发表的

侧扁足、弧背鱼鳍形足、鸭嘴形足等组成的器物群表现出明显的钱山漾文化特征，二者应属于同类性质的遗存。这一时期，陶

釜已经消失，但以 T16④︰35（图七︰6）陶盉为代表的器类应承继自本地良渚文化时期遗存，代表着浦阳江流域的土著文化因

素。 

 

图七//良渚、钱山漾文化时期浦阳江流域的部分特色陶器 

良渚文化：1、2.盉（M43︰1、M27︰3）3、4.釜（M8︰1、M25︰4）5.开膛三足器（M44︰5）钱山漾文化：6.盉（T16④：

35）（1—5塘山背遗址、6尖山湾遗址） 

总体而言，新石器时代的浦阳江流域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楼家桥类型、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五支

存在年代早晚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它们之间年代间隔较大，文化序列不连贯，但始终保持有相对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从

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角度来看，我们可将这五支考古学文化或类型归纳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独立发展期，主要包括上

山文化和跨湖桥文化。这一时期周边区域还不见有史前遗存的分布，浦阳江流域可谓一枝独秀。第二阶段为融合过渡期，主要

包括楼家桥类型。随着东西两支强势文化的崛起，浦阳江流域传统式微，并逐渐过渡为太湖文化区的边缘地带。第三阶段为转

变成型期，主要包括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至此，除少量器物上仍可见到土著因素的沿袭外，浦阳江流域的文化面貌在整体

上已十分接近太湖流域，成为太湖文化区南向的拓展地带。 

以上三大阶段对应着浦阳江流域本地文化系统的发展及与太湖地区文化系统的融合。赵宾福先生将这类存在文化系统更迭

的区域概括为“序列文化区”［34］。而其中的楼家桥类型不仅是在空间概念上处于强势文化边缘、带有自身鲜明特征的一个地方类

型，同时也是在大的时间框架下衔接当地与外来两大传统、处于文化系统转变节点的一个过渡类型，是考察文化边缘地带与序

列文化区遗存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 

四、小结 

楼家桥类型地处强势文化边缘，年代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晚期、河姆渡文化中期，出土遗物的地域特征明显，是具有相对独

立性的一个地方文化类型。楼家桥类型早、晚两个阶段的遗存清晰地反映出马家浜文化因素增加、河姆渡文化因素减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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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这正是马家浜文化在浙江北部浦阳江、曹娥江流域强势扩张的表现。通过纵向考察浦阳江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我

们将其归纳为独立发展、融合过渡、转变成型三个大的阶段。楼家桥类型时期，浦阳江流域考古学遗存的独立性已大为减弱，

逐步演变为太湖文化区的边缘地带。在这之后，当地土著传统虽仍有延续，但文化系统已发生更迭，作为序列文化区的浦阳江

流域成为太湖文化区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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